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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長久以來，身份認同的問題一直

困擾1大部分香港華人。每當遇上國

家大事，如「釣魚台事件」、八九天安

門事件、北京申辦奧運等時刻，他們

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

一部分（a part of China），香港華人自

然是中國人；但當涉及到另外一些

情況，如香港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

民主人權等，他們又自覺和大陸有別

（apart from China），認為自己是香港

人1。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左搖右擺，

心理和認知上的模稜兩可，恰好反映

香港華人所處之境地、所經歷的歷

史，亦是他們能夠在高度競爭多變的

商業世界下（以西方文化為主導）適應

下來，並發揮其所長的特徵。

身份複雜

正如科大²（David Faure）所言2，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沿海城市，也是一

個由華人組成的城市，一個大都會。

除此之外，她也是一個殖民地。香港

人在身份認同上的含糊不清，是根源

於英國殖民統治。1842年清政府屈從

於英國的堅船利炮，割地賠款，揭開

了香港這個寂寂無聞的小漁港的歷

史。英政府管治東南亞殖民時都盡量

保留當地文化與傳統，對香港亦不例

外3。在這個九成以上人口為華人的

殖民地，中華文化大體上受到保障。

從一夫多妻制、男人可以立妾的傳

統要到1972年才正式被廢止這一例子

中，可以窺見英政府「文化不干預政

策」的一鱗半爪。當然，仍有香港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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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身份認同

一直困擾Ã大部分的

香港華人。每當遇上

國家大事，他們會認

為自己是中國人；但

當涉及到另外一些情

況，他們又自覺和大

陸有別，認為自己是

香港人。這種身份認

同上的左搖右擺，心

理和認知上的模稜兩

可，恰好反映香港華

人所處之境地、所經

歷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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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事件發生4，但大致上，港英

政府的「懷柔」政策已大大消弭了華人

的對抗心理。隨1經濟的發展、教

育、傳媒和政府政策等的潛移默化，

「殖民統治」的形象也日漸淡化5，香

港華人在身份上已出現殖民地下的「順

民」和「炎黃子孫」的雙重身份了。

香港華人身份的含糊與難民心態

（refugee mentality）亦有重要關係。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個多災多難、政治

動盪的國家，滿清皇朝分崩離析，國家

社會動亂不安，中華民國的成立、軍

閥割據、日本入侵均是一場又一場的

災難洗禮。二次大戰的結束仍不能為

中國帶來和平、安樂。國共內戰後，

國民黨敗走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終於結束了半世紀以來的亂局。

但大亂過後並未帶來大治，反而迎來

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

革命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整肅運動，

中國人民還要飽受社會動盪不安的煎

熬。面對國家千瘡百孔，一窮二白，

鄧小平提出經濟改革時說得很有神

髓，也把握了實情：「不開放改革便有

死路一條」。結果在世紀末中國的大門

終於敞開，中國人民也真正可以面向

世界，初嚐災劫過後的和平和機遇。

在一浪浪的災難中，大量難民

從大陸——尤以沿海及廣東一帶為

甚——湧入香港。戰後香港人口約為

50萬，1947年跳至180萬，其中單是

1949-50年一年內便有約776,000難民

流入香港6，到了1953年，人口已升

至250萬。短短八年間，人口增加了

200萬。換言之，當時每五人中便有

四人為該時期來港的難民移民。按林

潔珍與廖柏偉的統計7，在1961年，

全港人口為3,168,100人，其中50.5%

生於中國，47.7%生於香港，1.8%生

於其他地方，以此計算，當時有超過

一半是移民人口（52.3%）。俟後，移

民仍不斷湧入。直至1980年10月24日

港府實施「抵壘政策」（reached base

policy），非法移民潮才受到控制8。

由此可見，香港是一個由華人難民組

成的殖民地城市。

移民初期，大部分人都沒有把香

港當作「落地生根」的地方，因此在身

份認同上仍以中國人或祖籍／出生地

為主。就連香港初期的人口普查，也

只是以市民的「籍貫」，而非後來的「出

生地」為主要分類。其後憑1個人吃苦

耐勞，香港華人開始享受到經濟發展

的成果，與此同時，大陸同胞卻活在貧

窮當中，因此香港華人的難民心態漸

減。明顯地，他們對香港「日久生情」，

對「香港人」的身份亦由疏離變為接受

及產生認同，這感情發展是可以理解

的。可是，由於難民心態仍有很大的

影響力，這時期的香港人在接受新身

份的同時，仍有以「中國人」自居的。

1960、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土

生土長的一群也同時冒起。與難民

一代最明顯不同，新一代生長於斯，

共同在學校接受教育，在政府提供

的屋村球場上留下汗水，在家中收

看免費的電視娛樂，「這種共存（co-

presence）和團體的感覺⋯⋯確立了（香

港人）自己的身份，並且在彼（中國人）

此（香港人）之間劃上清晰的界線。」9

毫無疑問，香港戰後成長的一代，無

論生活、工作、娛樂、消閒各方面都

相近，對建立香港的自我身份認同有

直接影響。而新生代對中國既無所

知，亦無所感，加上媒體對大陸同胞

負面的描述，如電視劇中土H土氣的

「阿燦」、「表叔」，電影中兇狠殘暴的

「旗兵」、「大圈」等角色定形，反而加

強了他們對中國的抗拒。因此，在身

份認同上，新一代較認同自己為「香港

人」，而非「中國人」bk。

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

動盪，在一浪浪的災

難中，大量難民從大

陸湧入香港。戰後

香港人口約為50萬，

到了1 9 5 3年已升至

250萬。短短八年間，

人口增加了200萬。

當時每五人中便有四

人為該時期來港的難

民移民。由此可見，

香港是一個由華人難

民組成的殖民地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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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也令香港華人身份更形

複雜。50、60年代抵港的難民當中，

不乏親國民黨人士，他們不認同共產

黨政權，然而又不能否定共產黨建立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事

實，對他們而言，「中國人」的概念更

加複雜bl。殖民地政府有系統地除去

民族認同感（de-ethnicization）過程的

「非中國化」政策，也減弱了香港華人

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bm。在香港，

無論是教育、政府政策、宣傳等，均

「淡化」中國因素，以減低大陸對香港

華人的衝擊。

香港華人生活在殖民地資本主義

制度下，亦嚐到這種制度的甜頭，對

共產政權或多或少抱有畏懼或「敬而

遠之」的心態bn。就算對中華文化有認

同，在理解自我身份時，仍在「中國

人」、「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概

念上糾纏不清，正如前新華社駐香港

分社社長許家屯指出bo，大部分香港

人都覺得自己愛國，但他們所愛的國

家和大陸所指的不同，他們愛的是「中

華民族」。相對而言，「香港人」的身份

認同則比較清晰直接。

「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定義

隨11997年主權回歸與殖民地色

彩的退卻，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理論

上應該比較明確了，然而，實際上這

問題仍困擾1不少香港華人。下文我

們嘗試探討九七前後「中國人」及「香港

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對前途的信心、

對中國政府及香港政府的信任度，以

及他們如何理解香港的政治、經濟和

法律狀況，從中剖析身份認同上的差

異及箇中因由。

劉兆佳在〈「香港人」或「中國人」：

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1985-1995〉一文

中指出：「香港華人普遍使用『香港人』

及『中國人』兩個詞（語）來指謂自

己⋯⋯『香港人』及『中國人』乃是香港

華人感到最有意義的兩種身份。」bp。

為了方便分析，本文採用劉氏對香港

華人身份認同的較為簡單的分析界定

方法，即是如果受訪者的自我身份認

同為「香港人」，便簡稱「香港人」；認

同自我身份為「中國人」的，則簡稱「中

國人」；而認為自己身份既是「中國人」

又是「香港人」的，則簡稱「兩者皆

是」；反之，認為自己既不是「中國人」

又不是「香港人」的，為「兩者皆非」，

他們可能有外國國籍，因而認為不是

「中國人」或「香港人」。在此我們必須

指出，本文所指的「香港人」或「中國

人」概念，只是指受訪者本身的主觀感

受而已，並非學術界的定義或內涵。

另一方面，也希望藉1此文回應劉氏

的文章，補充回歸之後香港人在身份

認同上的一些轉變。

「中國人」和「香港人」的特徵

如前述，導致香港華人在身份認

同上出現分歧和含糊，是難民心態和

新一代成長歷程不同等因素交織而

成的。調查資料的分析恰好印證這一

說法。（一）「香港人」身份漸有減少，

「中國人」身份變化不大，1999年起則

慢慢冒升。1990年的調查顯示，有近

60%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約為25%；到

了2001年，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

減至50%，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

增至30%。

（二）認為自己「兩者皆是」（既是

「中國人」又是「香港人」）的比例也日趨

上升。1990年時，不足15%受訪者認

為自己「兩者都是」，到了2001年，比

香港華人生活在殖民

地資本主義制度下，

對共產政權或多或少

抱有畏懼或「敬而遠

之」的心態。大部分

香港人都覺得自己愛

國，但他們所愛的國

家和大陸所指的不

同，他們愛的是「中華

民族」。相對而言，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則比較清晰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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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的身份出現遲疑不決、比較含

糊的情況。其次，「兩者皆是」這種較

為搖擺和騎牆的立場，可能是香港歷

史的產物，是由殖民地走向回歸祖國

的一種「身份過渡」。

（三）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對香

港人的身份認同有很大衝擊。香港回

歸問題被提升為國際事件，引起全世

界關注，國際媒體報導頻頻。中、英

兩國也在回歸的日子放下爭拗，為香

港製造和平穩定、歌舞昇平的氣氛。

大部分香港市民感到與有榮焉，對自

己「香港人的身份」也增添了一份自豪

感，我們稱這種現象為「九七效應」。

1997年的調查中，認為自己是「香港

人」的比率明顯上升，便是這種效應的

影響。下文我們嘗試從受訪者的出生

地、年齡、教育水平和居港年份，深

入剖析他們在身份認同上的變化。

首先，從被訪者的出生地中，我們

發現「香港出生」的受訪者，有60-70%

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認為自己是

「中國人」的不足20%。從1990-2001年

的趨勢上看，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

（除1997年的特殊轉變時刻外），大體

上正在減少，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的則在慢慢上升。香港以外地方出生

的受訪者（主要是中國出生），則較多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自己是「香

港人」的為數亦不少，但比率遠不如香

港出生的受訪者般「壁壘分明」。但無

論是「香港出生」或「外地出生」的受訪

者，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亦在

下降中：例如在1990年，有39.7%受

訪者覺得自己是「香港人」，1992年

略降至37.9%，95、97及99年分別為

37.4%、36.9%及36.6%。似乎香港華

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正在減

少，而「中國人」的身份則日漸獲得認

同。這一點與王家英認為「香港人」的

身份認同較強，而中國人民族認同顯

著弱化的研究結果bq，有一定程度的

出入；亦與梁伯華br認為「香港人」身

份認同正在上升的結論相反。我們的

研究資料支持劉兆佳的看法：香港華

人在身份認同上出現方向性轉變，「香

港人」的身份認同正在下降，「中國人」

和「兩者皆是」者則在上升bs。

不同的年齡組別對身份認同亦有

明顯差異。30歲以下的受訪者接近

70%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認為自

己是「中國人」的則在15-25%間。這分野

同樣隨時間過去而有轉變õ象。在30-

54歲的受訪者中，過半數認為自己是

「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者則未

超過30%。相對於較年輕的受訪者，

54歲以上的一群在認同上出現灰色地

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和「香港人」

的比率十分接近，一直在35-40%間爭

逐，互有高低。這情況或反映了這組

別受訪者心中的矛盾：一方面對大陸

（或家鄉）存有濃厚感情，但同時對香

港這地方亦日漸產生強烈的歸屬感。

為了印證「本地生」和「外地生」受

訪者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我們將「外

地生」受訪者居港年期再細分，並比較

他們在身份認同上的轉變。香港《人民

入境條例》中的《居留權法》規定，外地

合法移民連續在港居住七年以上，才

可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我們以這一

規定為分水嶺，將受訪者細分為四

組：居港七年以下、7-15年、16-25年

及25年以上。首先，資料顯示他們對

香港歸屬感有明顯的轉變。居港年份

愈長，對香港的歸屬感就愈強，這現

象在歷屆調查結果都十分一致。比較

突出的是，居港七年以下受訪者表示

對香港的歸屬感是「少」或「很少」的，

較其他三組顯著。這種情況或者正是

他們的身份未獲確定的直接投射。其

次，在身份認同上，絕大部分居港

1997年香港主權的回

歸，對香港人的身份

認同有很大衝擊。香

港回歸問題被提升為

國際事件，引起全世

界關注。大部分香港

市民對自己「香港人

的身份」增添了一份

自豪感，我們稱這種

現象為「九七效應」。

1997年的調查中，認

為自己是「香港人」的

比率明顯上升，便是

這種效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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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以下者，都認同自己是「中國

人」，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或「兩者

皆是」的則比較接近。隨1居港年份增

加，他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

亦漸增，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則漸

減。而居港超過25年者，「中國人」和

「香港人」的認同基本數量已相當接

近，顯示「外地生」的受訪者已融入香

港社會。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亦影響他們對

自我身份的看法。大體而言，教育程

度越高，越傾向認為自己是「香港

人」，調查發現有50-60%高學歷受訪

者持這種看法；而認為自己是「中國

人」的則佔20-30%左右。低學歷受訪

者取向並不明顯，認為自己是「中國

人」和「香港人」的比率很接近。因年齡

和教育程度上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身份

認同，可以理解為難民心態與本地成

長一代的相互影響。上一代來港的移

民大都為年長者，教育水平也較低，

而年青人則多為本地出生，教育水平

比較高。因此，教育程度的高低，間

接反映出移民一代和本土一代心態上

的差異。

從整體數據上分析，雖然「香港

人」的比率正在減少，而「中國人」則在

上升，我們仍不能因此簡單地推論「香

港人」身份最終會被「中國人」身份所掩

蓋。就算以「香港人」身份認同最低潮

的2001年為例，也有接近50%的人認

同自己是「香港人」，這與認同自己是

「中國人」的30%之間，仍有相當大的差

距。就算回歸四年後，香港經濟陷於

困境，中國則「捷報頻頻」，國勢日強，

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身份的比率仍佔主

導。其次，正如前述，受訪者居港年份

愈長，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便

愈大，很多「新來港移民」的身份認同，

在香港本土文化的熏陶下，最終也會

有所改變。因此，在現階段作出結

論，認定「香港人」身份將會給「中國

人」身份所取代，是言之過早的。下文

將嘗試從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對香港

政經狀況的滿意度、對移民的抉擇和

對中、港政府的信任四方面，剖析「香

港人」和「中國人」的不同看法及態度。

對香港前途的信心

我們從調查資料中不難發現，無

論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他們

對香港前途的信心皆是有升有跌的。

九七回歸年，人們對前途的信心最

高，有50.2%的「香港人」和64.36%的

「中國人」表示對香港前途有「大」或「很

大」的信心。九七後則開始下降。整體

上，「中國人」較「香港人」對香港前途

更有信心，當中相差約有1 2 %，在

1997年及2001年的差距更大。

為甚麼身為「香港人」反而對香港

前途抱持較悲觀的看法呢？這是耐人

尋味的問題。較為合理的解釋或許是

因為香港政治前途不確定。從1997-

2001年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比

「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中的「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政策落實有較大的信心。

該年有51.6%的「中國人」「同意」或「很

同意」中國政府已落實「港人治港」政

策，而「香港人」則只有33.3%相信。

到2001年，「同意」或「很同意」「港人

治港」政策已充分落實的「中國人」有

56.7%，而「香港人」則只有36.2%。兩

者對政策能否成功推行，有近20%的

差距，可見大家對香港前途和信心的

分歧不小。

另一個測試「香港人」與「中國人」

在前途信心上的異同，是有關他們對

香港的歸屬感。整體上，「香港人」較

「中國人」對香港有更大的歸屬感。

這情況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吧。「香港

從整體數據上分析，

雖然「香港人」的比率

正在減少，而「中國

人」則在上升，但不

能因此簡單地推論

「香港人」身份最終會

被「中國人」身份所掩

蓋。因為受訪者居港

年份愈長，對香港的

歸屬感便愈大，很多

「新來港移民」，在香

港本土文化的熏陶

下，其身份認同最終

也會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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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現尤其強烈，超出「中國人」近

11.9%。這是否因1991年立法局推行

直選，或基於其他因素，調查資料未

能顯示。到了1995年，差異略為收

窄，1997年因回歸因素的刺激又再度

上升。但近年隨1香港經濟表現疲

弱，1999及2001年的調查結果都顯

示，「香港人」和「中國人」對香港的歸

屬感均在下降。

對政經狀況的滿意度

受訪者對香港政治、經濟和司法

的看法有異有同，在經濟上的看法較

為相似，但在政治和司法上則出現分

歧。經濟方面，無論「香港人」或「中國

人」都對香港的經濟表現出強烈不滿，

而且每下愈況。1990年時，無論是

「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對當時經濟

狀況表示「滿意」和「很滿意」的，都有

45-50%以上，1992年及1995年滿意度

均在下跌，1997年一度大幅上升，可

是到了1999年和2001年，比率再度下

降至5-10%左右。

這情況一方面反映了香港經濟在

回歸後的急劇惡化，以及受訪者對政

府經濟政策的不滿。亞洲金融風暴是

其中一個因素，但政府政策的失誤，

如干預自由市場運作、房屋政策搖擺

不定、不能迅速處理通縮及失業問題

等，更加深了市民的不滿bt。另一方

面，這也間接反映了無論是「中國人」

或「香港人」，他們的經濟價值觀均比

較接近。香港向來被視為經濟、商業

都會，很多難民來港的主要目的，也

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物質生活，因此，

香港市民往往被外界扣以「經濟動物」

的帽子。調查數據或隱或現地帶出了

「香港人」和「中國人」共有的經濟觀念。

受訪者在經濟上較為一致的看

法，並沒有在政治和司法上出現。在

政治方面，「中國人」比「香港人」更為

滿意香港的政治狀況。從歷屆的調查

資料上可以看到，滿意香港政治狀況

的「中國人」較「香港人」高出5-10%以

上，其中又以1997年的差距最大。另

外，九七過後，受訪者對香港政治的

滿意度，有日漸上升的勢頭，這種情

況或者是香港政治制度較為開放，政

府的透明度也漸有增加所致。

另外，「中國人」和「香港人」對香

港司法制度是否公平、公正，亦各懷

己見。1997年或前期，同意香港司法

制度是「公正」、「很公正」的「香港人」

多於「中國人」，但比率相差不大，例

如在1990年，同意此看法的「香港人」

和「中國人」分別為57.5%和56.4%。但

在1997年後，「香港人」對法制的公

正性遠較「中國人」悲觀，差距更有

擴大的趨勢，例如1997年時，「香港

人」較「中國人」滿意香港的法律公正

性；在1999年，此看法已有轉變。到

了2001年，「香港人」對法律是否公正

的信心已大幅下降，55.2%的「中國人」

仍認為香港法律公平公正，而抱同樣

看法的「香港人」已由高峰時的63.5%

（1997年）降至51.0%。這種情況是導

源於特區政府一些備受爭議的司法方

針，如不起訴胡仙、人大釋法，以及

律政署選擇性地起訴個別案件，例如

不起訴大法官阮雲道之子等事件。

對香港政府歷年來的工作表現，

「香港人」和「中國人」的看法也有出

入。從資料顯示，有三點尤為突出：

（一）整體而言，「中國人」較「香港人」

贊同政府的表現，這情況九七前後分

別不大。（二）無論是「中國人」還是「香

港人」，對政府工作表現的評價都越來

越差，1990年兩類受訪者中，分別有

20%和30%認為政府工作表現「好」或

香港向來被視為經

濟、商業都會，很多

難民來港的目的，也

是為了更好的物質生

活。1990年時，無論

是「中國人」還是「香

港人」，對當時經濟狀

況表示「滿意」和「很滿

意」的，都有45-50%

多，到了1 9 9 9年和

2001年，比率下降至

5-10%左右。這間接

反映了「中國人」和

「香港人」兩者的經濟

價值觀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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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但到了2001年，均跌至只有

10%左右。（三）「九七效應」相當突出。

受訪者對1997年的政府表現評價甚

高，分別有30%的「香港人」和35%的

「中國人」認為政府表現「好」或「很

好」。可惜，九七回歸後，大家對政府

的評價又再回落，甚至較回歸前的殖

民地政府更差。

移民外國的抉擇

移民是一個複雜而影響長遠的

決定。無論是「香港人」或「中國人」，

歷年資料顯示有意移民外國的比率

正在下降。在1990年，有29.3%的「香

港人」計劃移民外國，而「中國人」則只

有約15.4%，這麼高的比率，應該是

受到1989年北京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

的影響。1984的《中英聯合聲明》已令

香港華人感受到前途不明朗，部分有

能力移民的人士已用行動表達他們對

前途的不信任和恐懼。「六四事件」更

激發香港華人的憂慮，移民外國、爭取

外國居留權、「購買政治保險」成為部

分香港華人的重要目標，這正是一度

引起社會關注的「人才外流」問題ck。

其後比率不斷下跌，1997年跌至低位，

到了2001年，有意移民的「香港人」只

有9.4%，而「中國人」則為5.5%。

從有意移民外國的比率上看，「香

港人」較「中國人」為高，這與「香港人」

對香港有較高歸屬感的結果相反cl。

雖然打算移民離開香港的比率正在下

降，但受訪者中擁有「外國居留權」的

比率則在不停攀升，例如1990年大約

有4.2%的「香港人」和4.7%的「中國人」

擁有外國居留權，1997年分別升至

7.9%和5.9%，到了2001年，比率再上

升至8.7%和6.9%。同樣，擁有外國居

留權的「香港人」的比例較「中國人」為

高。這種表面上看來很矛盾的數據，

其實正好反映出有受訪者取得外國居

留權後，回流香港生活及工作的情況

正在增加。奇怪的是，「九七效應」對

受訪者的移民計劃並沒有顯著影響。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若香港華人

會因九七回歸問題而決定移民，相信

他們一早已作出安排，到1997年時，

「消息已被消化」，事實上亦來不及

了，因此效應不彰。

對中港政府的信任度

「香港人」和「中國人」在身份認同

上的差異，更明顯反映在他們對中

國政府和香港政府的信任態度上。

1997年前，無論「香港人」還是「中國

人」，對香港政府的信任都在減退。

1997年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

升，這種變化，應該是「非殖民地化」

後，香港華人對回歸祖國懷抱比較正

面的反應。「九七效應」明顯地對香港

華人有一定的衝擊。在1997年的調查

中，有48.6%的「中國人」對香港政府「很

信任」或「信任」；而持這種看法的「香

港人」只有30.1%。在1999-2001年，受

訪者對香港政府的信任度仍在上升。

「香港人」和「中國人」對香港政府信任

度的比率相差正在擴大。這種看法上

的分歧，不應單純地理解為受訪者對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政策高度落實

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們應該注意到

「香港人」對香港政府信任度「審慎」態

度背後的擔憂。對「香港人」而言，政

府是否能堅持「一國兩制」政策，不受

大陸干預，仍有待觀察。因此他們對

香港政府信任度的增加速度和幅度，

沒有「中國人」那麼快速。

被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雖然有落

有起，但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則「低位持

1990年，有29.3%的

「香港人」計劃移民

外國，而「中國人」則

只有約15.4%，這麼

高的比率，應該是

「六四事件」的影響；

到了2001年，有意

移民的「香港人」只有

9.4%，而「中國人」則

為5.5%。「香港人」有

意移民的比率較「中

國人」為高，這與「香

港人」對香港有較高

歸屬感的結果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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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信任度十分低，6.3%的「香港人」

表示「信任」或「很信任」，而「中國人」

亦只有18.2%表示相似意見，這麼低

的信任度，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

直接影響。對於香港華人而言，「六四

事件」再次引發他們對中共政權的不信

任和對前途的憂慮。俟後，受訪者對

中國政府的信任度逐步提升。其中

1995年因為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的「全面直選」事件，引來中、

英政治爭拗，香港華人對中國政府

的信任度也因而下降。不過1995年

過後，信任度再上升。到2001年，有

54%的「中國人」信任中國政府，而「香

港人」則有26.1%。與看待香港政府一

樣，「香港人」和「中國人」對中國政府

信任度的差異也有擴大õ象。1990年

時，兩者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差別只

有12%，到了2001年，比率擴大至

28%，這樣大的差距，相信正是彼此

身份認同上迥異的關鍵所在了。

調查發現與評論

在本文開首之時，為了方便討

論，我們只對「中國人」和「香港人」作

出簡單界定，但它們的真實意義和內

涵，例如「香港人」的特質是甚麼？何

謂「香港夢」？是高度敏感的經濟觸

角，還是可以適應不同環境的能力？

這些較深入的問題，我們並沒有觸

及。其實，對這兩種身份的理解，向

來都各有不同。就以「中國人」的身份

理解為例，便各有各說，各持己見。

生活在內地人的看法，和香港市民的

看法便有不同；而香港市民與台灣人

的理解又有差異；至於散居世界各地

的華人，看法不同更加不用說了。

另一方面，我們同時注意到，無

論「中國人」或「香港人」，他們都不能

避免地受到日漸強烈的「全球化」概念

所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又曾受

英國統治，在視野和身份上已播下「國

際性」的「種子」，較易對「全球化」的衝

擊作出調適。至於中國內陸，自經濟

改革以至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等歷史性發展，必不可避免地使「中

國人」身份和文化，與西方其他文明

發生碰撞和交流，這些發展肯定會對

「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帶來劃時代的轉

變cm。以上的論點牽涉層面甚廣，值

得有興趣的學者深入研究。但這些並

非本文的焦點所在，因此我們未予深

入討論。

身份認同是個複雜概念，它「絕

不是社會成員被動地接受某個身份的

過程，而是個體主動地尋找一己社會

行為意義，從而建構自己的身份」cn。

因此，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所代表

的，不僅是他們在中國歷史文化影響

下的認同或情感，還有其他因素諸如

政治上的爭逐、經濟的追求和生活方

式的選擇等概念。香港華人開始出現

身份認同上的差異與含糊，自有其歷

史發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正是因為

其歷史條件的獨特，香港華人的身份

認同轉變才顯得趣味盎然。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九七效應」

對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發揮決定性的影

響。無論是對香港的歸屬感，對政治

經濟的狀況、政府工作和信任還是

對未來的信心等各方面，均反映出

1997年主權回歸的歷史性轉變，深深

牽動1香港華人的心靈。在1997年，

「香港人」更加明顯地表現出對香港的

歸屬感，對香港的政治狀況也持相當

正面的看法。相對而言，「中國人」對

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支持程度較

大，對未來也寄予厚望，相信「明天會

更好」。可以想像，在1997年，傳媒

「香港人」和「中國人」

在身份認同上的差

異，明顯反映在他們

對中國政府和香港政

府的信任態度上。在

1997年的調查中，有

48.6%的「中國人」對

香港政府「很信任」

或「信任」；而有這看

法的「香港人」只有

30.1%。到2001年，

有54%的「中國人」信

任中國政府，而「香

港人」則只有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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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為回歸作倒數，討論1駐軍、交接

儀式、新政府運作等事宜，就算是普

羅市民，日常談論的話題也離不開

九七後的種種可能性，「香港的過去和

未來」成為大家關注的中心。同時，中

英雙方避開政治爭議，刻意營造「融

洽、和平」的局面，經濟發展一片大

好，香港瀰漫1樂觀氣氛。耳濡目染

之下，香港華人很自然地受到感染。

因此，對當時的局勢有「異常」的反應

和看法，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也特別

強，這種「九七效應」自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1998年發生了亞洲金融風

暴，香港經濟泡沫爆破，香港華人對

香港經濟狀況產生憂慮，再加上世界

經濟不景氣，香港出現高失業、高通

縮等情況，政府政策又未能對症下

藥，香港華人開始為生計、工作而擔

憂，對前景和未來的信心自然不停下

降，歸屬感也跟1減低。往昔「香港

人」身份所帶來的優越感開始動搖，這

或者也是自認為「香港人」的比率愈來

愈低的深層因由吧。

與此同時，與香港一衣帶水之隔

的堔圳，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中國大

陸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自1979年改

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率便一直位於

世界前列，短短十年間已發展成繼美

國和日本後世界第三大國民生產總值

最高的國家。在國際外交上亦取得重大

進展，如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取

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等。中國在國際

舞台的位置日重，與歐美諸國平起平

坐，這些事實都牽動1香港華人的民

族感情。雖然「六四事件」曾令香港人

不安反感，但其後中國經濟的穩定發

展及其外交成就，又令香港華人羨慕

或自豪，身份認同上因而出現微妙的

變化。九七回歸，中港兩地交流接觸日

益頻密，香港華人加深了對中國大陸的

了解，抗拒、隔閡也就慢慢減退。

以上各種因素，此消彼長或相互

影響，導致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出現

種種轉變。調查資料清楚顯示，認同

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數有日漸減少的

趨勢，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則

變化不大，而「兩者皆是」的，則逐步

上升和強化。不過從三者在比率上的

差距看，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仍佔

絕大比數，而認同「中國人」的身份趨

勢，則有待觀察。至於「兩者皆是」的

比率漸多的情況，就是十分明顯的

了。出現這種現象，正好反映部分香

港華人對「中國人」身份仍有一定的抗

拒。相反，「兩者皆是」的身份較為含

糊，但也較有「彈性」，因此較易為受

訪者受落。最後，我們不禁會問：「香

港人」的身份，最終會否被「中國人」或

「兩者皆是」的身份所取代呢？從三者

比率的巨大差距上看，這在現階段仍

言之尚早，具體的發展，還有待進一

步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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